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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蕙锡与凌淑华小说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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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蕙锡和凌淑华分别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韩中两国颇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及画家。她们通过小说表现了对

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制度的批判，对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的追求，对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等共同的女性意识。但罗

蕙锡着重从启蒙性质的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暴露女性受到的社会压迫，而凌淑华则从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

出发，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女性生活以及她们的病态和渴求。在创作手法上，她们分别以中国传统绘画

的余白之美和写意手法及西方绘画中的光线和色彩搭配描绘环境和背景，使作品审美价值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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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蕙锡（１８９６—１９４８）与凌淑华（１９００—１９９０）分
别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韩国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
影响力的第一代女性作家。她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
度，但同处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疾苦
之中。因此，特定的时代、民族生存环境和个人经历
等构成了她们各自的社会文化语境，也决定了她们
的创作特点。她们作为受过新教育的早期女性作
家，其创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诸多矛盾和
时代课题。李大钊说：“２０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彻底
解放的时代、是女性彻底解放的时代、女性寻找自我
的时代、男性发现女性价值的时代。”［１］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罗蕙锡和凌淑华在揭露封建思想和传统儒教
家族制度对女性的压迫，思考当时社会中女性地位，
寻求解决女性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大胆实

践。同时，她们还进一步思索女性受压迫的深层原
因，以冷静、深邃的眼光去探寻答案。因此，这里的
女性意识，主要意指女性关于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
压迫、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自我认识、女性的思
想和价值观等初期女性主义的认识。

基于此，我们运用比较文学和女性主义（Ｆｅｍｉ－
ｎｉｓｍ）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对女
性的戕害、女性对爱情和婚姻自主的向往、女性追求
独立的自我意识等方面，比较罗蕙锡和凌淑华小说
的女性意识，同时考察两位作家的创作手法特征。
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比较研究，考察当
时韩中社会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和女性自身觉醒过程

中的异同点，探究两国新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和创
作特点，分析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韩中两国女性主义
文学的特点及其成因。此研究将对了解韩中现代女
性主义文学的形成过程及特点，确定其在韩中现代
文学史上的地位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一、对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制度的批判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韩中两国正处于殖民地及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２０世纪初期，在韩中两国同时
展开的爱国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为反帝反封建
文学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男权社
会制度的桎梏、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女性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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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觉醒，为知识女性———新女性认识和揭露当时社
会矛盾和女性社会地位提供了社会文化气氛。数千
年来，女性一直是男性的附属物，是为家族生产和维
系家庭生活从事家务劳动的存在，她们没有自己独
立完整的人格，往往是被分解的存在。重视男性特
征的男权社会不仅是指支配女性，而且还内涵男性
独占权利的社会关系。男性通常具有西式的、阳性、
科学技术主义、生产、效率、个人中心主义、竞争等特
征，而女性则追求东方式的、阴性、生态主义、再生
产、参与、共同体、安定和均衡等。人们普遍认为的
男性之性和女性之性不是自然的性，而是人们在社
会中学习和被特定意识熏染下后天习得的性别概

念。［２］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勒特（Ｋａｔｅ
Ｍｉｌｌｅｔ，１９３４—）在她的《性政治》中主张，男性和女
性的关系是力量的关系，所以性具有政治化倾向；男
权思想夸大了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认为男性通
常起着支配作用，而女性一般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
解决女性问题就应先打破男权社会制度。［２］女性主
义理论家对男权社会中的性别概念产生原因及特征

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并指出了女性摆脱压迫和剥削
的根本办法，即打破男权社会制度。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虽然女性依然深受男权社会制度的压迫，但她们
开始觉醒，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严，这已
成为韩中现代文学对于女性意识形态描写的视觉叙

述模式，因为作家必须借助于性别压迫及觉醒的主
题进行再创造，采用各种艺术手段对其进行艺术性
诠释。
凌淑华的《女儿身世太凄凉》（１９２４年）中，主人

公婉蘭应父母之命嫁到婆家。婚后的生活使婉蘭逐
渐意识到：在没有任何保护女性人权的法律和意识
的社会条件下，女人只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她觉
得自己婚姻的不幸在于自己的无知和无能。［３］婉蘭
通过自己的不幸遭遇和痛苦思索，逐渐认识到当时
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男权社会制度，但她却没
能奋起抗争，而是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中秋晚》
（１９２５）中的敬仁太太也把自己的命运和幸福寄托在
外界事物上，认为自己是受动的，应服从于“天命”的
被动存在。如果说敬仁太太是不幸的旧式女性的代
表，那么她的婆婆便是男权社会制度和思想的守护
者，也是敬仁太太不幸的间接制造者，但她本人却全
然意识不到。这一方面揭露了男权社会制度和思想
对女性的毒害，另一方面也批判了旧式女性的屈从
和无意识，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罗蕙锡的《怨恨》（１９２６年）中的主人公李氏也

是从父亲的手中，交到丈夫手里，后又落到李参叛手
中，她始终是男人的附属物，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存
在。作者通过李氏的不幸婚姻和凄惨遭遇揭露和批
判了男权社会制度的弊端和对女性人格的践踏与破

害，即父权的专制、把男人的风流不羁美化为男子汉
之品德的暴力、只要求女性操守贞洁的专横、受到强
暴的女性反被诬陷为道德败坏者的道德观念。《闺
怨》（１９２１）中的李氏在丈夫早逝后，因为一个陌生男
子的来访背负不守妇道之名被逐出家门。她的不幸
是当时社会和家族制度造成的，但是主人公却意识
不到，也没有任何反抗，只是逆来顺受，足见传统男
权社会制度对女性思想的毒害和蹂躏程度。作者通
过描绘传统女性的不幸人生，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宗
法家族制度的对女性的迫害，同时，也督促女性自身
的觉醒及自主独立意识的萌发。
凌淑华和罗蕙锡通过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和

价值观影响下的被摧残、伤害、屈从、无反抗精神的
女性形象，指出所谓命运实质上不外乎她们思想中
因袭的传统观念和意识。凌淑华小说中的女性把不
幸的原因归咎于她们没有遵守传统风俗和社会制

度，罗蕙锡小说的主人公亦是如此。她们认为自己
是从属于男性的，是忍耐、顺从、柔弱的存在，自己的
不幸是自己命运造成的，只能逆来顺受，但两位作家
的小说中的人物却有差异。凌淑华小说中的人物虽
顺应当时社会制度和传统思想，但可以看到处在社
会变革中的传统女性的命运起伏和思想变化。而罗
蕙锡作品中的人物却依然是传统女性，对自身的不
幸遭遇还没有反省意识。凌淑华以善于调理丹青的
细致笔触，通过人物间宁静、淡泊的对话表现出主人
公对男权社会制度的洞察和批判，使人物性格跃然
纸上；罗蕙锡的人物则主要依靠小说叙述者的叙述
展现了旧式女性的不幸遭遇，使人物缺乏鲜活、动感
的特征，显得人物性格更加被动。两位作家虽然都
意在表现社会转型期女性人物的不幸，但在表现人
物性格方面却有所不同，即主人公是否意识到造成
自己不幸命运的社会原因。这种差异源于两个作家
的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和启蒙主义作家的
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的差异。

二、对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追求
经过开化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韩

国和中国社会，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有很多觉醒的年轻
人力争从父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争取自己命运的
自主权。其中女性追求对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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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也是罗蕙锡和凌淑华这时
期小说表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女性意识内涵。
女性在男权社会遭受的灾难和压迫，很大程度

上表现于在爱情和婚姻这一人生重大问题上没有自

主权。她们对爱情和婚姻都抱有美好愿望，希望与
自己喜欢的、喜欢自己的人相恋结婚并幸福生活。
她们不仅要被选择，同时也要求自主选择。但现实
却与她们的心愿相距甚远，残酷的现实并不考虑女
性主体———她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愿，而是要遵循传
统因袭决定她们的婚姻和人生。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
韩国和中国社会已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
想的影响，加上中国五四运动及韩国三一民族运动
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唤醒民众意识，女性
的觉醒当然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得以促进。［４］

罗蕙锡和凌淑华作为韩国和中国现代第一代女

性作家，自然对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女性问题进行文
学诠释，试图就当时的女性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和女性自身的觉醒。凌淑华《绣枕》（１９２５）中的大小
姐，为了能够寻找到懂得欣赏自己才能的青年，在自
己绣的一对绣枕里，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美好期盼。
尽管她的方式保守且被动，但作为闺房中的小姐在
自己能力范围内竭尽全力。但绣枕的最终命运，却
证明她的梦想遭到了男权社会的无情践踏，她的美
好愿望和努力也随即化为了泡影。绣枕的命运是当
时社会秩序中女性命运的隐喻和象征。《吃茶》
（１９２５）中的芳影正当妙龄，却幽闺自怜，怅惘于难求
异性知己。芳影擅长吟诗作对、写字、吹箫，与同学
王淑贞及其哥哥王斌一同看电影、听音乐、去公园，
被王斌的殷勤、体贴、文雅等深深吸引。后来当她知
道王斌已有婚约，与自己无缘时，伤心失望至极。

“好笑得很，中国人吃饱了饭便想到婚嫁的
事。……这不打紧，黄家忽然托人示意，叫哥哥去求
婚。我哥哥很是好笑，不用说他已经在国外和张小
姐订了婚，就是没有，他家哪里肯说一个跛小姐呢？
但是过后皇家的人都说既然他不属意他家的小姐，
为什么搀扶他，服侍她，那样卖小心呢？我哥哥知道
了又是生气，又是好笑，他说男子服侍女子，是外国
最平常的规矩。芳影姐姐，你说好笑不好笑？”
芳影此时觉得有说不出的一种情绪，她嘴边微

微显露一弧冷冷的笑容，……。她迟迟地说：“外
国……规矩……”［５］

通过王淑珍的一席话，芳影才知道了王斌的殷勤
和体贴是他受外国式教育，学习外国礼仪的表现，芳
影不过是受这种礼遇的女性之一。不知道外国习惯

和教育内容的芳影为王斌的外国礼仪赋予了特别的

含义。结交王斌后，芳影的喜悦、心跳、期待表现了当
时女性对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憧憬和追求，同时也
反映出当时女性对西方现代教育的憧憬和认可。但
是她们的追求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太大差距，致使她们
受到挫折和伤害。凌淑华通过描绘社会转型期女性
的生活面貌、思想冲击和意识变化，深刻反映了当时
社会女性的教育问题和女性逐渐觉醒的过程。
中国如此，韩国也不例外。罗蕙锡在最早主张

女权的文章《理想的妇人》（１９１４）中，就表现出了积
极、开放、革命的思想。她尖锐地指出“贤妻良母”、
“温良柔顺”的所谓传统妇德，不过是男权社会欲把
女性奴化的手段。理想的女性应是具备知识和锐
气，遇事有分辨的能力，在有意义的目标指导下，自
觉发挥个性，使之成为具备现代思想、知识以及品性
的新时代女性。换言之，恋爱至上主义、平等主义、
幸福的家庭是理想女性形象的重要内容。二十多岁
的罗蕙锡主张，女性也应具备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
应有的责任、义务及在实践过程中遇到危险和失败
的心理准备。

《庆熙》（１９１８）中的庆熙与罗蕙锡本人有很多相
似之处，所以《庆熙》被视为作家的自传小说。《庆
熙》中，作为新女性的庆熙的苦闷和彷徨被表现得淋
漓尽致，即身为上层女性，如周围人所劝说的那样，
是找一个如意郎君结婚生子，在丈夫和公婆的爱护
下度过安逸幸福的生活呢？还是明知前途艰险，按
照自己的信念，不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而是以与男
人同等人格的女性生活？表面上看，罗蕙锡似乎毫
无动摇地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她要摆脱安逸
的生活对她的诱惑，洞察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观，克服
对未来的不安情绪。这些问题不仅是因为她是时代
的先驱，更是因为她是女性才更激烈。庆熙的决定
也就是罗蕙锡自己寻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实践
行为。
与凌淑华的作品相比较，罗蕙锡的作品因为作

品中人物积极的性格特征，作品主题更加显明和突
出。女大学生庆熙虽然勇敢地拒绝了父亲提议的婚
事，但内心充满矛盾，更有胆怯。最后通过内心挣
扎，确立女性主体性的结局，促进了社会公众对女性
人格和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定位。这些特点，也使“庆
熙”这一人物更加生动和鲜活。罗蕙锡在表达婚姻
自主思想时，非常勇猛、直接、义无反顾。这与罗蕙
锡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她对男权社会
及家庭制度的叛逆，亲身实践自己主张的勇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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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作品中主人公性格进行了真实的文学反映。我
们通过这一作品，可以了解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韩国知
识女性所要面对的社会及家庭的阻力和压力，她们
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彷徨，她们苦苦追寻的出路和解
决问题的方法。
然而，凌淑华在表现恋爱和婚姻自由主题上颇

为委婉。这与她文静、内敛的性格有关。她以独具
一格、细腻别致的笔触，深入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内心
深处，反映当时女性的生活、思想和渴求。她的人物
在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中，受到挫折和失败后，不是
对社会和家庭进行积极反抗，而是默默地忍受，从而
唤起读者的悲哀、同情和美好祝愿。但是罗蕙锡作
品中的人物却因为她们勇敢地反抗和斗争，使读者
产生欲鼓掌喝彩的冲动，更有对时代先驱者的敬意。
这应该源于积极进取的主人公与消极保守的主人公

的性格差异。

三、追求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
凌淑华与罗蕙锡不仅真实地书写了男权社会和

家庭对女性的压迫，还深刻表现了在当时社会环境
下有意识的新女性为了实现人格独立而进行的苦苦

挣扎和不懈探索。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玛莉·沃斯顿克雷福特

（Ｍａｒｒｙ　Ｗｏｉｉｓｔｏｎｅ　Ｃｒａｆｔ，１７５９—１７９７）在她的《女权
拥护论》中，反对卢梭主张的男性和女性应接受不同
教育———女性应接受忍耐、顺从、愉悦、温柔等品德
教育；男性应接受勇气、节制、正义、不屈的精神
等———的古典教育哲学的主张，把特权层女性称之
为“羽毛装饰种族”，把中产层女性称之为“被监禁的
女性”。他强调：女性为了实现真正的自我，应该接
受与男性同样的教育。［６］特别是民族、时代和社会环
境处于巨变和动荡时期，作为新女性作家所感受到
的冲击和使命感会更强烈。作家所特有的气质，使
之很快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家所感受到的时代精神
要比一般人更敏感更全面，彷徨和苦闷既是时代的
特征，也是女性作家们价值观变化的具体体现。罗
蕙锡的《母亲和女儿》（１９３７）中，英爱想继续读书，想
成为一名作家，然后找一份工作与自己喜欢的人结
婚，过一种具有独立人格、能自食其力的生活。但
是，具有传统思想的母亲则希望英爱能与住在自己
旅馆里的道政府青年职员韩云结婚，在丈夫的爱护
和照料下，过安定幸福的生活。她认为：女人太优
秀，就不会服从丈夫；男人过于优秀，就会让妻子操
心。因此，她不想让女儿继续读书，只想让女儿尽早

找到自己的归宿。可以说，英爱母亲的想法代表了
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也是新女性在传统观念
和新价值观之间彷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她们知
道追求新思想、新生活、新人格的道路虽然前途光
明，但其过程充满坎坷和痛苦，然而要获得独立人
格，这些痛苦是必须要承受的。这一点在《母亲和女
儿》中，寄宿在自己家旅馆的新女性———金作家身上
也得到了确认。金作家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被家
庭所抛弃，在外面艰难孤独地生活和工作。尽管这
样，她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和退缩，而是指导和帮助想
要争取自立的女性，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防止走向
极端或错误的道路。金作家可以说是新女性的代
表，通过金作家的生活和工作，预示了英爱等新女性
追求女性人格独立的可行性和伴随在她们前进道路

上的艰辛。金作家是罗蕙锡离婚后，以病弱的身体
寄宿在一家旅馆从事创作时的生活影射。

２０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为了
获得彻底解放，在享有市民自由的同时，需要获得经
济独立。他们主张，基于人人都应享有“自由”、“平
等”的人本主义原则，女性也应该享有和男性同等的
地位。他们认为，既有的女性与男性的能力差异是
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７］

基于此，女性应该有能力、有机会获得与男性接受同
样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因为女性首先有了经济能力
才能不依赖男性而独立生活，有了独立生活能力，才
能有与男性平等对话和竞争的机会。因此在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女性争取接受教育和获得工作机会尤显
迫切和重要。凌淑华在《绮霞》中，刻画了在人格独
立与爱情婚姻之间彷徨矛盾的现代女性，但她是一
个最后走出家庭婚姻的樊篱，实现自己人格独立和
价值的女性形象。以绮霞为代表的当时女性，只能
在这两者之间痛苦抉择，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没
有觉醒到让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享有与男性同等的

地位和人格。他们只能让女性做出选择，要么在家
庭中牺牲和奉献自己，要么在社会中孤独地苦苦挣
扎。《绮霞》主人公最后的选择就是对当时社会状况
的真实写照，即获得人格独立的同时，失去婚姻和家
庭。起初绮霞为了自己深爱的丈夫卓君与世隔绝，
专心做贤妻良母，她得到的是家庭的安定，自己的理
想和追求的远去。但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去寻
找和实现自己的价值时，她的丈夫和家庭便无法接
受，将她逐出家门。这说明，女人只能为丈夫和家庭
存在并要为之奉献，不然她便不能成为家庭成员，并
被社会和家庭孤立和排挤。绮霞的坎坷和不幸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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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体现了当时中国男权社会和传统思想对女性人权

的压迫和戕害，也反映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主张的
合理性和必要性。《再见》（１９２５）中的筱秋拒绝了已
发达成为督办官吏的昔日恋人骏仁的示爱，坚持走
独立自主的道路。女性取得的人格和经济独立，需
要她们艰辛的守护。她们必须摆脱各种羁绊和诱
惑，才能树立并坚守新时代女性的人格尊严和应有
的权利，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得到社会的认可。绮
霞和筱秋的这种决断，使她们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
觉醒和飞跃，这种觉醒和飞跃是通过其付出的代价
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实现的。英爱的读书欲望、绮霞
的理想追求、筱秋的独立意识预示着当时女性自我
意识的觉醒和强烈的女性独立思想。
罗蕙锡在表现女性独立思想时，主要是通过传

统思想和新思想的冲突，即母亲与女儿的思想差异
和矛盾，通过作品中金作家这一人物的现实生活预
示了其道路的艰难，给人一种悲壮的感觉。凌淑华
则通过知识女性为了找回或坚守自我而付出的巨大

代价，对男权社会的专横和暴力予以无言的抨击和
批判。但作品中却无一丝火药味，需读者在细细品
味中去体会。这种意境和人物性格的差异，也是源
自两个作家创作个性和创作手法的不同。

四、画家手笔的熟练运用和表现
凌淑华和罗蕙锡不仅是作家，而且也是画家。

在她们的作品当中，经常可以看到绘画技巧的灵活
运用。凌淑华把绘画技巧和美学运用到了文学创
作，把中国画余白美和美学写意之美发挥得淋漓尽
致，达到了中国画的最高境界。
凌淑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豪门世家，她的父亲

凌福彭与康有为是同年进士，文学修养深厚且喜欢
书画，官位至布政司，民国时期曾任北洋政府约法会
议议员。凌淑华从小开始接受书画教育并且表现出
此方面的天赋，因此自幼跟随宫廷画师缪素筠学画，
也曾师承齐白石和陈半丁。这些为她日后的绘画创
作和在文学创作中绘画手法的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五四运动时期，就读于天津直立第一女子师范
学校的凌淑华，以贵族家庭出身的新女性开始发表
文学作品，就读燕京大学时学习了英语、日语、法语，
选听了鲁迅的“新文学”课程。１９２４年，印度诗人泰
戈尔访问中国时的一次欢迎宴上，她结识了陈西澄、
徐志摩和胡适，后与陈西澄结为夫妻。与文坛顶尖
作家的交流和学习，为凌淑华日后的文学创作及其
文学倾向奠定了基础。

罗蕙锡涉足画坛却与凌淑华有着不同的过程。
罗蕙锡出生于京畿道水原郡的一个名门望族，她的
父亲曾任京畿道龙仁等地的郡守。罗蕙锡从小喜欢
画画，因为开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１９１３年到日本
留学，在日本东京私立女子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
在日本留学期间，才华横溢的罗蕙锡有幸与当时的
文豪李光洙、廉想涉、文一平等交流，并受到当时自
由主义、日本女性运动的影响，在日本组织“朝鲜女
子亲睦会”，发行同仁誌《女子界》，发表有关女性解
放的评论、小说、诗和散文。［８］日本留学的经历和女
性解放思想，为日后罗蕙锡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和主题。
凌淑华的绘画手法，主要表现在通过对故事情

节的弱化和感情的节制，实现叙事结构和艺术形象
的完美结合。比如《绣枕》，通过对两个场景，即大小
姐忍着酷热一针一线绣枕的画面和大小姐伤心地望

着两片被弄脏破坏的枕片伤心出神的画面，不加任
何评价，以平淡语调叙述了大小姐的爱情和梦想受
到挫折和破灭的过程。作品运用绘画的省略和余白
美的手法，表现了“绣枕”所象征的意义。两个绣枕，
一个被醉汉吐出的污物玷污，一个被赌博的人群践
踏。这些超出原来的涵义，予以作品以更深层次、更
多的隐喻。换言之，绣枕隐喻了在男权社会和家庭
中，受到欺凌和践踏的女性的生存环境。《中秋晚》
也有相似的结构。作品展示四个中秋节画面，描述
了因敬仁夫妇封建懦弱的性格使一个家庭逐渐走向

衰败的过程。此外，凌淑华还擅用中国传统绘画中
的白描手法，温和、冷静、客观地表现人物感情，收到
含蓄美的艺术效果。凌淑华运用绘画手法，不仅是
创作技巧，同时也是一种精神追求。她通过“写意”
的手法，表现女性细腻的内心世界，进而达到借物寄
情的目的。凌淑华以冷静的笔调，描写在自己熟悉
的世界里发生的日常生活悲剧，常以象征、比喻等手
法，表现“言外之意”和“象外之旨”，不愧为“以画入
文”的代表。
罗蕙锡则在自己的作品中，擅长运用光线和色

彩进行环境和背景描写。
鸡鸣告诉人们新的一天来了。漆黑的夜晚变成

了一片白色。东边纸窗的一边逐渐变亮，从蚊帐的
一角开始也渐渐地被染成嫩绿色。［７］

《庆熙》中，关于破晓的描写依次有黑色、白色、
嫩绿色等对照鲜明的色彩。“从蚊帐的一角开始也
渐渐被染成嫩绿色”的描绘很有新意。嫩绿色之所
以有如此新鲜的感觉是因为与光线相伴，慢慢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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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帐都染成嫩绿色的是光线，在这里只有嫩绿色被
特写。“漆黑的夜晚变成了一片白色”也是同样的描
写手法，即光线和色彩搭配在一起时的效果。这种
关于光线与色彩的搭配描写在《闺怨》中也可以找到
例证。罗蕙锡绘画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不仅
在小说，而且在她的诗歌（《光》），散文（《四年前的日
记中》、《三仙岩》）作品中也屡见不鲜。这是其绘画
手法在其文学作品创作中的成功体现，同时也可以
看到她身为画家的独特气质。

五、结语
罗蕙锡和凌淑华在小说创作的初期都关注当时

社会中的女性问题，并通过文学创作表现出了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知识分子新女性的女性意识。她们表现
的女性意识中，不仅有对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制度
的批判，也有对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向往，更有追
求女性人格独立的自我意识。不过在描写人物性格
和表现主题时，罗蕙锡从启蒙主义思想出发，以多种
题材表现出对当时韩国社会女性问题的深刻认识，
以比较直接、激进、义无反顾的态度予以表现。更难
能可贵的是，通过她自己的实践履行了自己的主张，
成为了韩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而凌淑华则作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侧重表现资产阶级女性的遭遇，
即她们的生活、病态和追求。在表现人物性格时，如
她本人的性格温顺随和且简约凝练。作为对绘画艺
术有相当深厚造诣的女性作家，在表达作品主题和
思想时，罗蕙锡受西方印象派画风的影响，擅用光线

和色彩的结合进行环境和背景描写，使作品更具生
动的美感；而凌淑华则擅用中国传统绘画的余白美
学和写意手法，淡化故事情节，节制感情，实现故事
和人物性格的完美统一。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源于
作家对女性问题的高度关注，即两位作家比较富足
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相似的社会背景、类似的经历，
成为了她们共同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源于作家不
同的经历和个性，即罗蕙锡的创作就像她所经历的
人生一样，充满坎坷与曲折，却执着和不屈；凌淑华
则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幽深、温婉地进
行表达，充分显示出女性温柔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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